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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易传》提出“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两种易学解释方法，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实现了易学传承与创新。《易传》以圣人“观象制器”的事实印证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即秉承巫史卜筮易学传统，以德性为易学旨归，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易传》新易学体系的建构，对于今天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体系。

一、两种易学解释的方法
中国古代经学，大致上分为汉学与宋学。前者长于文字训诂，以探求经典文本本义为旨归，即陆九渊所说的“我注六经”;后者注重义理阐发，借助于文本解释，着力表达解经者个人悟得的深层意蕴，即陆氏所谓的“六经注我”。此两派经学各有渊源，相互攻讦，几经辗转而又绵延不绝。及至清代，经学诸家针对此两种研究方法往复辩论，是为“汉宋之争”。就易学而言，则表现为象数派与义理派的纷争。作为经学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古经象、数、辞、理并存，即源于卜筮的象数符号系统与基于象数而作的卦爻辞文字系统相互显发，融为一体。故今本《易传》包含两种易学研究方法和理路：一是“观象系辞”“观象玩辞”。此是立足于文本，将象视为易文本的根本，无象则无文本。文本的形成，先有象而后有文辞，文辞本之象数，故文本的解读必须以象为据。一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立象尽意”。此言易文本之象是圣人观阴阳之义而成，即义理先于象，象本于义理而成，以象寓意。故易文本解读则通过明象推圣人之意，体现了孔子“幽赞达乎数，明数达乎德”的儒家易学理路。后世易学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解释形式而生发出汉易与宋易的解释模式，以郑玄、荀爽、虞翻为代表的汉易，秉持“象数优位”原则，将字义进行训诂并逐一指示《易》辞背后的象数依据，以此作为解《易》的基本目标；以程颐、杨简为代表的宋易，则肯认“义理优位”,其解《易》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卦爻辞的文意疏解来阐发人生之理，彰显圣人之道。
《易传》这两种方法和思路之所以在易学解释上行之有效，其关键在于作为儒家最早、最系统的解释《周易》古经的著作，其成书距离《周易》成书较近， 作者深谙《周易》古经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话语系统，因而其许多解释更接近《周易》古经本义。如将其易文本置于卜筮话语中，以当时通行的语言训释文辞，将晦涩难懂的古易文本还原为通行的话语，这种恢复本义的解释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一致，后儒提出“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是对这一还原式解释的概括。但是，晚而喜《易》的孔子，处于与《周易》成书迥然不同的语境中，运用当时文化知识和已有的儒家“德义”思想作为其“前见”或“前识”,去理解这部流传下来的古圣先王的典籍，在还原式的筛选、整理、解释过程中通过视域融合形成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新的易学思想，绝非偶然。因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反映的是孔子尊重及传承先王留下来的包括《周易》在内的典籍的意愿，也是孔子自谦的说法，这并不是说孔子易学研究永远停留在尊重与传承易学经典上，不去思考和进行创作，《易传》在“立象尽意”支配下的易学解释实践，恰恰证明了儒家易学的创新性和价值之所在。
从现代哲学看，由《易传》分化出的汉易，以象数兼顾训诂的易学方法解释《易》,类似于西方“独断型诠释学”, 与之相同的是，本之《易传》而延伸出的宋易，以义理方法解《易》,尤其是心学解《易》则类似于西方的“探究型诠释学”。前者把文本意义视为惟一的、不变的，解释的目的是客观地重构和复制作者的意义，更好地理解文本和接近文本意义。后者认为易学和经学研究的目标不是简单复制和重构文本作者的意图、真实再现文本的意义，而是透过文本的解释，发掘文本中圣人之意和天地自然之道，重新构建具有时代实践意义的、贯通天人的、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通过这种创造性解释，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从而由文本的文字意义解释上升到以义理为核心的哲理层面的解释。其实，易学和经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对易学文本不断解释、不断创新的过程。历史上任何一种易学思想都是迎合时代需求而形成和发展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易学家对于易学独特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独特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就在于为易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及新的观点，对当时社会出现的诸种问题作出合理解释，直接或间接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理论性的指导。
二、易学传承、创新的历史印证与理论重建
《易传》提供了两种易学解读思路与方法，并运用这两种方法实现了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今本《系辞传》在“观象制器”一节列举了古代圣王的“史实”以印证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以及创新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此节本义是言卦象除了“卜筮”“尽意”外，还有“制器”作用。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暂且不论，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于“观象制器”说明“变通”的意义，即“变通”是通过圣王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工具发明、制度革新、文字创造等文明创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易传》所说的“变通”,本指阴阳变化通达：“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但是《易传》并未停留在概念解释层面，而是以伏羲、黄帝、尧、舜等人“观象制器”的具体事例，阐明“变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这里的“变通”实质上是指秉承传统而进行的发明创造，也就是今日所谓的在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进行创新转化与创新发展。“观象制器”是易学文化传统，用不同的卦象发明新的“器”,是创新转化与发展。
《易传》将这种“观象制器”思路落实到易学上，阐明儒家易学是秉承易学传统，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形成的。帛书《易传》以孔子易学为例，说明儒家易学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及所表现出的特色。如孔子指出：
《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幽赞，本义指深深赞助。《周易正义》曰：“幽者，隐而难见，故训为深。赞者，佐而助成。” 因《周易》筮占行蓍是佑助神明，故此指筮法行蓍。今本《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即是此意。孔子把春秋时《周易》研究分为卜筮、数理、德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深明筮占之术，未知《易》之数理系统，此为巫易；第二层次，由卜筮而精通《易》之数理系统然未能到达儒家德性，此为史易；第三层次，能深求卜筮之术，又能由卜筮而精通易之数理，然后由数理上升到人之德义，此为孔子易学。
巫史易学是易学的传统。从巫史入手，以卜筮话语解读《周易》文本，这是“我注六经”式的易学文本本义的再现与还原，是易学的传承。不囿于《周易》文本卜筮之义，由卜筮论及数理，然后到达德性，是儒家“六经注我”式的易学创新。儒家以德义为内容的易学是在传统的巫史易学基础上形成的，“求亓德”是儒家易学研究的目标。以《易传》之见，筮占与德性智慧相向而行，德性智谋少，则卜筮繁忙；反则亦然。故通过学习，及时进行德性修养，具备丰富的智慧，方可取代卜筮。即所谓“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  以德代占是首选。反之，一味崇尚史巫之卜筮，不关注德性修养，则是易学误入歧途的表现。如帛书《要》所言“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其实，从卜筮到德性，也是早期儒家由天道到人道理论建构的逻辑。“幽赞”“明数”是从卜筮入手，极尽象数之理以推天道，“达德”是穷理尽性以明人道。“明数而达乎德”,是立象数以尽圣人之意，即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显然，从卜筮到德性不仅是儒家易学的研究进路和解释方法，也是在易学卜筮传统基础上创造性的哲学重建。
那么，《易传》是如何在秉承易学传统、实行易文本话语转化的同时，完成由卜筮到德性的易学创新与重建的呢?
首先，将《周易》卜筮符号转换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阴阳符号。按照《易传》理解，《周易》文本是通过“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观象系辞”形成的。《周易》文本形式上是卜筮话语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系统。当用它来预测事物和解释事物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周易》文本最基本的构成是具有对待意义的阳爻符号和阴爻符号，由这两个最基本的符号构成了三画的八卦之象和由三画八卦相重构成的六十四卦之卦象。卜筮意义下的卦爻符号，是筮占活动中的记号或标识，其意义通过附在这些符号之后的文辞而表现出来。筮占活动则是通过数的推演，转换为阴阳构成的卦象，即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周易·系辞传》)然后通过卦象和相关文辞推断吉凶。《周易》之所以能够预测万事万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文本本身作为符号系统(文字属于符号，且与卦爻符号有内在关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和普遍性。故朱熹把《周易》符号系统视为抽象的“理”,或称为“空底物事”, 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所有事物。然而，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卦爻符号，则完全恢复其世界普遍意义。《易传》正是通过解释卜筮的客观依据，将卜筮卦爻象升华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符号。
《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是说“道”内涵了阴阳。一阴一阳，就文本意义上说，特指一个阳爻和一个阴爻符号。《易传》明确把文本符号解释为阴阳，确立了符号与阴阳的对应关系，此处两个“一”是数词，明确表达阴阳均衡对等，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系辞》所说“刚柔者，立本者也”,是说《周易》阴阳符号是易符号乃至文本产生的基础。因而由阴阳符号构成的三画之卦和六画之卦也具有了阴阳之义。如帛书《衷》所言：“易之义谇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 今本《易传》则从阴阳之道，演绎出天地人三才之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其次，从象数解释引发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易传》往往以象数兼训诂的方法，解释卦爻辞，阐发出义理。以象数解释文辞依据，用文字训诂解释文辞意义。《易传》利用了中国古文字一字多义、同音或近音可以相互假借的特点，按照传统的文字学方法加以训释。具体方法是：先释出字义，然后将具体字义置于宏大宇宙的视野中，阐发出《周易》原作者未意识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如乾卦象是内外皆乾，乾为纯阳之卦，其辞“元亨利贞”的本意是：开始亨通，利于占卜。坤卦象为纯阴之卦，其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本来说的是开始亨通，占之出行利“牝马”,君子出行先迷路后找到主人，是一个很具体而平常的事，然《易传》将乾坤文辞释为哲学意义的话语。如《文言传》将乾卦文辞解释成为天生物之四德。如《文言》指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彖传》将乾坤卦文辞解释成天地阴阳合德、天生地养生成万物的过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这些解释前后贯通，改变了原来带有卜筮意味的话语系统，转入宇宙生成的话语系统中，推演和解释出一种与卜筮似乎毫不相干的、全新的大化流行的宇宙生成学说。又如《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从卦象看，离上下皆离，有两离相依附之意。咸上兑为泽为柔，下艮为山为刚，泽水向下，艮山向上，二气感应。就人而言，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有男女交感之意。《彖传》根据卦象和读音，训“离”为“丽”,训“咸”为“感”,然后引而申之，解读出天地万物相依附、相感应等诸多道理。
再次，《易传》以偏于天道的象数以明人事。《易传》为解释《周易》文本中的阴阳符号和以阴阳符号构成象数的符号系统，以道家思路和思想观点补早期儒家偏于人道理论之缺。《易传》以阴阳为核心的天道观，主要继承了道家的理路和传统。以《系辞传》为例，《系辞传》的天道观，是通过整合道家思想而建构的。《系辞传》重新提出“道”的概念，以道器关系说明“道”是万物之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形上之“道”生形下之“器”。“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秉承了道的属性而成性成形，“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所说的“善”,是“道”的生生之德。世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秉承了道的属性。天地阴阳生物“显诸仁，藏诸用”,“阴阳不测”,故称之为“神”,“神也者妙万物而言”。这个过程被《易传》具体描述为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的创化历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太极，按照帛本作“大恒”。太极，是就空间而言的，本指房屋最高处。《说文》:“极，栋也。”“栋，极也。”段注为屋最高处，指宇宙最高处。《释名》:“极，中也。”指房屋中间，古代房屋中间栋梁最高。而大恒，是就时间而言的，有恒久之意。太极、大恒虽然文字意义有一定差别，但在《系辞》和先秦道家著作中，皆用为宇宙本体， 应该与“道”是同等概念。即宇宙开始于道或太极(大恒),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创化历程。其中，两仪之阴阳天地在这个过程起到关键作用，《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生”是天地氤氲，化生万物。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天地生万物，《系辞传》以男女交感繁衍后代为例说明：“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万物生成，由天主宰，地则顺从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系辞传》由太极到万物的过程，与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路完全一致。老子的“一”是道；“二”是天地，即“两仪”;“三”是天地人，即八卦之三才：也是此意。如陈鼓应所言：“无论‘太极说’或‘大恒说’,都与道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帛书《系辞》‘大极’原作‘大恒’,则更具原始道家的哲学意蕴，这概念出于老子是无疑义的。”  《系辞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动，本之老子“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源于老子的道器观。老子指出：“道常无名，朴。”“朴散则为器。”《系辞传》提出易道，“无思也，无为也”也与老子学说相关。  由此观之，《易传》天道观与道家天道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有鲜明的道家传统。当然，我们不同意以《易传》天道观与道家天道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据，而推断《易传》是道家作品。
以《易传》之见，人与世间的万物一样，由天地交媾而化生，立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平等相处。而且秉承了“道”之生生元善和“天地之大德”。然后，效法天地阴阳之道，男女媾精，繁衍后代。《彖传》以咸卦和归妹两卦符号为重点，解说这种男女交感所具有的与世界普遍性的意义相关的礼仪。如《彖传》认为，归妹卦象符号具有“天地之大义”的“归妹”之意蕴：“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  归妹下兑为说(悦),上震为动，故喜悦而动，指女归男交媾而生育，实现人类终始交替，以体现天地阴阳之大义。而咸卦卦象符号具有“二气感应以相与”的“男下女”之意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咸卦上兑为柔，下艮为刚，柔上而刚下，有二气交感以相亲之意。又咸卦下艮为止，上兑为说(悦)。兑为少女在上，艮为少男在下，故止而说，男下女，此指行婚礼男先于女，如《荀子·大略》所言：“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这种人伦之道本之天地之道，具体表现为：君臣之道、男女之道、夫妇之道、父子之道等。《易传》从今本六十四卦符号出发，将六十四卦符号排列解读为自然界演化过程，即从自然界万物到人、家庭、社会和礼仪形成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卦符“非覆即变”、相因和转化，阴阳之道贯穿终始，最终形成人和社会及其道德礼仪。上经三十卦表达的是万物生成的天道，下经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生成的人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种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先后上下之序、人伦之礼，一致而贯通，体现天道的原则。《易传》以家人卦为例，进一步揭示了家庭之礼的真实意义。“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二爻居内卦以阴居阴位，五爻居外以阳居阳位，阴阳居中而位正，以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名正言顺，长幼有序、上下有等、尊卑分明、男女有别，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和谐共处，家正而天下定。一言以蔽之，君臣男女夫妇父子等人道，所体现的是阴阳仁义(阴仁阳义),只能用仁义概括和说明，即所谓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帛书《要》则使用了“上下”说明之：“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 上下，是言位，位有上下，阳尊于上，阴卑于下，凸现的是儒家的礼文化，与《系辞》倡导的“天尊地卑”“崇效天，卑法地”“行其典礼”“爻有等”和《象传》提出的“辩上下，定民志”“非礼不履”等崇礼守位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相互印证的。
《易传》为了阐明天道与人事关系中德义的重要性，不仅论证了《易》之用在于德占，“疑德占之则易可用”“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 更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赋予卜筮的《周易》文本以道德意义。如《文言传》将乾卦“元、亨、利、贞”解释为仁、礼、义、智之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又如今本《系辞传》和帛本《衷》“三陈九德”,以儒家道德解释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以彰显九卦的道德意义。为了完善理想人格，《易传》提出君子当效法卦象(自然)及德性修养，如《大象传》提出：“君子以果行育德”(释《蒙》),“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释《大畜》),“君子以自昭明德”(释《晋》),“君子以反身修德”(释《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释《升》),“君子以恐惧修省”(释《震》)。《文言传》提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系辞传》:“利用安身，以崇德。”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易学内容，完善和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易传》之所以能从卜筮话语文本推衍天道与人道，其根本原因是，《周易》虽是决断吉凶的卜筮之书，却有效法天地自然、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卦爻象符号和与之相关的、蕴藏着“忧患意识”的文王德性的文辞。鉴于此，《易传》以儒家已有的道德理论创新性解释《周易》文本，由卜筮开显出更为丰富的道德思想，《周易》由卜筮变为儒家的德性之书，创造性地重建以德性为特色的儒家义理易学。
总之，《易传》基于巫史的易学传统，主要借鉴与融合儒道两家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实现了易学话语转换，从而完成了从卜筮到德性、从象数到义理、从天道到人道的易学体系重建，把原本卜筮易学转变为富有深邃思想的儒家经典。
《易传》之所以实现了创新与重建，究其原因，除了《周易》文本是抽象符号和内涵德性意义外，还与当时的文化思想互动有密切关系。其一，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神学卜筮盛行，以《周易》占筮人事福祸吉凶是易学的主流，但是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卜筮趋利避害的观念逐渐被淡化，德占取代筮占成为一种趋势，“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疑德占之，则《易》可用矣。”  相反，没有德行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周易》。即所谓“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 这种观念在春秋时已经形成。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作为鲁宣公之妻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通奸，并合谋废掉鲁成公，兼并孟孙氏和季孙氏，结果事情败露。穆姜曾用《周易》占了一卦，遇《艮》之《随》。史官以卦辞“元亨利贞，无咎”推断。但穆姜认为，《随》有“元亨利贞”四德言无咎，而自己却无德则不吉。又如昭公十二年，鲁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南蒯欲背叛鲁国，投降齐国，用《周易》筮占，遇坤之比，五爻变，其辞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但子服惠伯认为此为占无德之事，虽吉则事不成。穆姜之占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南蒯之占发生在孔子二十二岁左右，即其学易之前。这两则筮例说明，如果占筮者无德或者占无德之事，则占筮的结果虽吉，但不能以吉断。这种重德性轻筮占的传统，对于孔子以观其德义解释《周易》文本有很大的启发。 
其二，道家思想与儒家互动，对于《易传》影响至深。道家创始人老子做过史官，古代史官掌管卜筮的书，承担卜筮之职责。《周礼》有史官掌管《周易》的记载，《春秋左传》则记载了许多史官用《周易》卜筮的事例。孔子对于史巫易学做过概括：“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  虽然《老子》之书未言《周易》,但老子做过掌管包括卜筮类在内古文献的史官，若说老子未读过《周易》,是不合情理的。这一点可以证之于《庄子》。按照《庄子》的记载，孔子多次请教过老子，主要问礼和六经等事，其中包含《易》在内。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请教过老子，故在研读《周易》时借鉴老子的思想创造性地解释《周易》,是合情合理的，不足为奇。
同时，自孔子所处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学术上兴起“真伪纷争、诸子之言分然殽乱”的百家争鸣局面，发展到后期，由诸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能相通”,  到诸家互动相涵摂会通，新的学术局面业已形成。齐国成为当时学术交流之中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  从孔子解《易》到今本《易传》编撰成书，体现了这个时期的学术特征。

三、儒家易学创新的现实意义
“观象玩辞”和“立象尽意”是内涵现代意义的两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关联的易学解释的理路与方法。遵循“观象玩辞”,以象数兼顾训诂的汉学易方法解读易学经典，还原其本义，这是易学文化的传承，是易学研究的基础，在易学研究中不可或缺。《易传》所倡导的易学创新式的解释，虽然已经不符合《周易》文本原意，或者说超越了《周易》文本本义，但不能因为这种解释不符合文本，就否定这种带有儒家色彩的易学创新。相反，正是《易传》创新性的解释，体现了易学和整个儒家永续生生的开放精神。后儒提出“读《易》当分三等”、经传分观，  倡导的是这种易学发展与创新性的解释。这种因传承而创新易学的解释范式，深深影响到后世易学家的易学解释。汉代郑玄“念述先圣之元意”,唐代孔颖达“必以仲尼为宗”,宋代张载“为往圣继绝学”,清儒王夫之“畏文、周、孔子之正训”、焦循“本经文而实测”等等，就易学解释而言，包含了以《易传》为圭臬，通过对易学文本的解释，融合诸家之说，阐发自己的理论，实现易学的创新。易学正是在尊重易学文本传统的基础上，实行种种方法或理论创新，才形成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生机勃勃、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大易文化。
《易传》对当下易学创新与重建有启发意义。当下易学界大致分为两种研究方法和学术倾向。一是偏重于运用象数和训诂方法解读易学经典，把恢复易学文本语境、凸现易学文本本义作为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目标，视此为一种摆脱现实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纯正学问， 认为识字训诂是易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唯有此，才能固守文本传统，弘扬易学，杜绝己见，在他们看来，易学思想研究者往往脱离文本做无根之游谈。一是偏重于义理哲学的解读，以通过新的话语系统阐发易学思想和建构易学体系为学术目标，认为专于文字训诂探求易学之本意，是舍本趋末。从现在看来，这两种做法皆失之于偏。从《易传》解读中可以看到，将两种方法结合是最为合理的，即由象数兼文字训诂解读文本本义，然后再运用新的方法和话语探索易学。对于这个问题前贤透过易学研究早就有所警示，如朱熹提出易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卜筮象数，也不能言义理而遗象数：“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  又如惠栋提出由训诂到义理、象数义理不分：“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易之理存乎数，舍数无以为理。” 
那么，当下应如何重建易学新的思想体系?就易学研究创新而言，首先要从易学经典出发，将易学文本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解释客观真实，不先立己见，不脱离文本杜撰，以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为我所用，促进传统易学与现代知识的深度融合。西方在哲学诠释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生态学等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为易学创新和重建易学新体系奠定了基础。如易学有一套整齐的卦爻象符号，以卦爻符号(象数)解释是易学的传统，运用西方符号学和解释学解构和重构新的易学则完全成为可能。又如西方荣格以易学建立心理学，这为我们当下重新思索易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总之，虽然学界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文化科技成果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与用当代中西哲学文化和科技知识融合重建易学新体系的目标相差甚远，因此，以西方符号学、解释学、心理学、逻辑学及科技哲学解构和重构易学，仍然是今后易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新目标。
管见认为，易学体系的建构大致思路为始于“生生”“整体”的形上之“道”,以“道”“器”关系为核心。以意义与符号、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静止与运动、整体与个别、抽象与具体、道德与法制、文化与科技等关系解释道器关系，赋予道器关系新的内容。再由道器关系推演出易学思维，包括法象思维、整体思维、变通思维、中和思维、趋时思维等，然后由易学思维建构与易学相关的学科，如易学解释学、易学符号学、易学心理学、易学生命学、易学伦理学、易学生态学、易学中医学、易学管理学等。虽然这个框架比较粗略和不成熟，然而随着中外哲学文化科技知识的交流，我们可以按照现代哲学方法和话语系统，梳理和整合中西文化科技知识和易学已有新成果，经过深度思考与反复探索，将会构建起内含古今中外思想科技内容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更为科学的易学文化体系，以应对与化解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等的危机与挑战。这是当今学人应有的责任，也是易学学术文化研究的目标与归宿。

